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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MODIS实际净初级生产力数据与 CASA模型估算得到的潜在净初级生产力，建立贵州

省 2000-2014年人类活动相对贡献指数（RCI），并依据各县喀斯特地貌面积和等级比例探究其年际

变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再通过相关分析辨析选定的人类活动因子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1）贵州省

RCI均小于-0.5，人类活动促进了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增加，以 2007年为转折点，影响程度先增强后

减弱；（2）贵州省东北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 RCI多大于 0，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干扰作用；东

南部及北部边缘地带的 RCI多小于-1，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较强；（3）贵州省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

的 RCI缓慢下降，人类活动对植被的正面影响增强；东南部部分区域的 RCI由负转正，人类活动负面

干扰作用增强；西南边界地区的 RCI呈上升趋势却仍为负值，人类干预程度呈减弱趋势；（4）贵州省

农业活动在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中有重要作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

不可避免的负面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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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指

绿色植物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上所能积累的有机

干物质，即光合作用固定的有机碳中扣除自养呼吸

消耗的部分［1-2］，是决定生态系统碳汇和调节生态过

程的重要因素［3-5］。NPP现今已在国内外不同区域的

植被生长状况、生物量估算、环境监测模拟等［6-9］研究

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检验。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

省喀斯特地貌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61. 92%［10］，其生

态环境脆弱、敏感、稳定性差，石漠化分布面积广阔。

植被的退化演替是石漠化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个主

要特征［11］，亟需从植被生态系统及其驱动机制方面，

加强贵州生态恢复工程的基础理论支撑研究［12］。

目前，通过分析植被NPP，以确定人类活动对贵

州省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程度的研究仍然较少。基

于遥感影像、观测及统计数据，定量［13-16］、定性［17-19］分

析喀斯特石漠化成因及其与自然、人为因子相关性

的研究表明：进入 21世纪以来，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

贵州石漠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基于模型估算及

MODIS数据获得的植被NPP［20-22］及石漠化程度［23］的

分析表明：2000年以来贵州省NPP总体呈缓慢上升

趋势，石漠化状况得以改善。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

于分析气象因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20，22］，定量评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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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和石漠化演化的影响的研究较

少，细化到经济、社会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因子对生

态环境变化的贡献差异及其空间特征仍有待深入

探讨。

人类活动对中国植被生产力影响的定量辨识研

究多集中于东北［24-25］、西北［26-27］及内蒙古［28-29］地区，缺

乏对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区，尤其是贵州省的

相关研究。贵州省作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上游

地区，其生态恢复进程影响着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定量研究各种类型的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及

其贡献程度和空间差异，对精确评估和管理土地资

源、优化各区域石漠化治理措施及促进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石漠化专项治

理前后的 2000-2014年贵州省植被NPP数据为基础，

构建人类活动相对贡献指数（Relative Contribution In⁃
dex，RCI），依据各县/县级市/自治县（后续以县指代）

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分级，探究 15年来RCI的年际

变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并筛选出与农业活动、城市化

等相关的人为因子指标，再通过相关分析，辨析各人

为因子对RCI的贡献，以期为喀斯特地区的植被保护

和石漠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机理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多

集中于夏季；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是全国石漠化面

积比例最大、类型最多、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

份［1］。贵州中部、东南部及东北部、西南部个别地区

喀斯特地貌分布尤为广泛，占比较高（图 1），该区域

同时也为人口密度较大、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区［30］，而

贵州东南部、西北部和南部边缘喀斯特地貌占比较

低，且人口密度较小、人口数量较少。

2000年以来贵州省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

局，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产

业化、规模化水平较低［31］，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年

末常住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由 2000年的 3 756万减

少至 2014年的 3 508万；由于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城

镇人口持续增加、乡村人口持续减少［32］。贵州农业劳

动力转移规模加大，2014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省外

就业的有 603. 36 万人［33］，比 2013年增加了 22. 3万
人［34］。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贵州省公路、铁路、机场等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交通用地比例相对较低［35］。

图 1 贵州各县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分级[30]

Fig. 1 Ratio and classification of karst landform area in counties of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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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使用朱文泉等［36-37］改进的 Carnegie Ames
Stanford Approach（CASA）模型，利用其在 IDL软件平

台下开发的NPP软件模块V1. 0及其相关静态参数模

拟，获得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潜在植被净初级

生产力（Potential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PNPP）数

据。该模型利用中国NPP 实测数据，模拟出各植被

类型的最大光能利用率，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37］，

已在不同区域尺度上对整个中国境内［37］和三江

源［38］、内蒙古［39］等地的NPP进行了模拟，均取得了很

好的应用效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模型估算所选用的基本数据包括：①2000-2014
年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
tation Index，NDVI），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 resdc. cn/）的中国月度

植被指数空间分布数据集；②2000-2014年气象数据

（月平均气温、月总降水量、月总太阳辐射），数据来

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 cma. cn），并基于

Anusplin43软件中的 SPLINA程序模块，采用引入经

度、纬度、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为协变量的三变量局部

薄盘光滑样条（Partial Thin Plate Smoothing Splines）函

数，对上述气象数据进行空间插值；③土地覆盖分类

图来源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http：//westdc. west⁃
gis. ac. cn/）的中国地区土地覆盖综合数据集。以上

数据均通过ArcMap 10. 5进行融合、裁剪、重采样等

预处理，获取空间分辨率为 1 km、投影方式为阿尔伯

斯等积圆锥投影（Albers conical equal area projection）
的栅格图。

利用贵州省 2000-2014年 MOD17A3 NPP数据

（https：//modis. gsfc. nasa. gov/），同 样 通 过 ArcMap
10. 5对数据进行融合、裁剪、重采样等预处理，获取

像元大小、投影方式与 PNPP一致的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共同影响后的现实净初级生产力（Actual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ANPP）数据。

2. 2 RCI构建

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HANPP），指 PNPP与ANPP
之差，表征人类活动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

响［40-41］，计算公式如下：

HANPP=PNPP-ANPP （1）
在HANPP的基础上，本文参照毛德华［25］建立的

人类活动相对影响贡献率指数，采用下式定量评价

人类活动对植被生长的影响：

RCI= HANPP
PNPP （2）

若RCI>0，表示人类活动对植被生长有负面干扰

作用；若RCI<0，表示人类活动对植被起到保育作用，

能促进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增加。RCI绝对值越大，

表示人类活动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的干扰强度

越大或对植被的保育作用越明显；当RCI绝对值>0. 5
时，表示人类活动在植被NPP变化的驱动因素中占

主导地位。

2. 3 RCI影响因子选取及相关分析

有研究表明：影响喀斯特地区植被生长的人类

活动既包括陡坡耕种［42］、过度樵采［18］、公路建设［13］等

具有负面影响的行为，也包括生态修复工程［43-44］等具

有正面影响的措施。为评估各影响因子对RCI的贡

献程度，同时综合以往石漠化人为驱动因子的研究

结果［13-16，42］，并考虑到影响因子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可对比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本文最终

选取了 11个代用指标（表 1）。这些指标包括了人口、

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活动、公路建设和生态工程

建设等因素，各项代用指标的具体涵义表达及数值

皆来自于国家统计局（http：//data. stats. gov. cn/）。

基于 SPSS 21软件，利用 Pearson相关系数法，对

2000-2014年贵州省 RCI值及各人为因子数据作标

准化处理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再采用双侧百分位检

验（T检验）（同时考虑P<0. 01和P<0. 05两种置信度

水平），对相关性进行显著性检验。

3 结果与讨论

3. 1 RCI随时间的变化

15年间贵州省 RCI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均>0. 5
（图 2），表明人类活动整体上对NPP具有正面影响且

NPP变化主要受控于人类活动的作用。此外，贵州省

RCI绝对值以2007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增加后

减小的波动趋势。在 2007年之前，人类活动的正面

影响趋势增加，但在 2004和 2006年突然减缓后恢复

原有趋势；而 2007年之后，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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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却在 2012和 2014年突然增加后恢复原有

趋势。降水量、气温、蒸发量等因子，造林或封山育

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等软性

层面因素，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四个节点的

突变。特别是 2000年以来中央对贵州投资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后，生态环境效应逐渐显现［45］，而 2007年后

绝对值下降趋势则可能与 2008年石漠化综合治理试

点工程的实施有关［46］。

为分析 2000-2014年不同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

地区人类活动对NPP相对影响的年际变化特征，将

贵州省年 RCI数据进行全区平均，以代表当年人类

活动的相对影响情况；再依据各县喀斯特地貌面积

比例分级进行分区平均，得到不同喀斯特地貌占比

地区的相对 RCI值（图 2）。在比例<51. 8%、分级为

低和较低的地区，其比例越低，RCI的绝对值越大且

波动幅度越大，这表明人类活动影响程度更大；在

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51. 8%、分级为中等及以上的

地区，RCI值总体>−1且绝对值均>0. 5，波动趋势也

较为接近。整体而言，无论喀斯特地貌面积所占比

重多少，人类活动都是主导因素，且在喀斯特地貌

面积占比更少的地区，人类活动起着更大程度的正

面影响。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在喀斯特地

貌面积比例较小的地区，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小、城镇化水平低、土地的

开发利用程度低，从而使植物的生长环境更多地与

自然条件相关。此外，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较小的

相关地区，工业、交通不发达，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

坏程度更低，使得植物保持水土、绿化环境等生态

表1 贵州省RCI影响因子及处理过程

Table 1 Impact factors and the process of RCI processing in Guizhou Province
分类

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生产活动

公路建设

生态工程建设

影响因子

人口密度/人∙km-2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1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建设用地比重/%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人均粮食产量/kg
公路里程/×104 km
造林总面积/千公顷

编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处理过程

年末常住人口/国土面积

—

城镇人口数/年末常住人口

—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国土面积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

—

—

图2 2000-2014年贵州省RCI时间序列

Fig. 2 Temporal variations of RCI values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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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得以很好地发挥。此外，一些地区特有的因

素，如黔东南州三江流经，水力资源丰富，自然条件

优越，具有浓郁的民俗风情，营造了良好的人类与

地理环境协调发展的环境。最终表现出在黔西南

州等喀斯特地貌占比较低地区，人类对植被的保育

作用更明显。在喀斯特地貌面积占比较大的地区，

居民分布集中、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植被受到人

类干扰作用更强。虽然当地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

求相应提高，城市绿化建设投入更多，但由于植物

生长条件更差，最终表现出人类活动对植被NPP正
面变化的驱动作用减弱，人类对植被的保育作用更

不明显。

3. 2 RCI空间分布特征

以 5年为时间节点，将贵州省 2000-2004、2005-

2009、2010-2014年 RCI数据进行等权平均，进一步

分析 15年间人类活动对植被 NPP相对影响的空间

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图 3）。总体而言，贵州东北部、

中部及西部地区 RCI呈正值，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

有负面干扰作用；东南部及北部边缘地带 RCI呈负

值且绝对值较大，表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

起到正面作用。结合喀斯特地貌比例分级（图 1）可

知，RCI呈正值地区多为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且人

口密度较大的区域，而 RCI呈负值地区对应为喀斯

特地貌较不发育且人口密度较小的区域。由此可

见，人类活动的集聚加剧了喀斯特生态环境的退

化，而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使人类活动更容易对

其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过

程中，应进一步增强对喀斯特地貌区，特别是喀斯

特地貌较发育地区的环境规划与管理。

在 2000-2014年RCI空间分布特征的 5年际变化

中，贵州中部、北部部分地区的RCI值有所下降，人类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正面影响增强；西南地区的RCI值

上升且仍为负值，人类干预程度减弱，植被自然生长

条件转好；东南部分区域的RCI值由负转正，人类活

动负面干扰作用增强。结合图 1、图 2和石漠化治理

图3 不同时间段内贵州省RCI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CI values in Guizhou Provi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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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的结果表明针对贵州中部、北部石漠化县

的综合治理工程［46］在当地富有成效；而黔东南地区

虽然土地开发较少、自然风光得到较好保护，但可能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及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等行

为，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3. 3 人类活动对贵州省NPP的具体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建

设用地比重、人均粮食产量与造林总面积外，各人为

因子均在0. 01或0. 05水平呈显著相关（表2）。

3. 3. 1 农业生产活动对NPP的影响

贵州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与RCI呈
显著正相关，其中在喀斯特地貌面积占比较低及中

等地区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贵州中、低产田占总耕

地面积的 75. 8%，且 80%分布在坡耕地［47］，适宜种植

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土地十分有限［48］。长期以来，

喀斯特地貌区农民一直遵循着种植玉米和水稻的传

统耕作方式［15］，广种薄收，易引发水土流失，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贵州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扩大

及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对NPP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

是在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较低及中等地区，农业开

发潜力更大，更易受到负面干扰。因此，在这类地区

的农业活动中，需要加强集中管理，提高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水平。

贵州省人均粮食产量及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与

RCI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无法印证“人均粮食产

量低→开垦非宜农地以满足粮食增长→加速对生态

环境的干扰破坏”的定性研究结果［17］。农业生产活

动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内在驱动机制仍需进一步量化

验证。

3. 3. 2 人口对NPP的影响

在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60. 5%的地区，人口密

度与贵州省RCI呈显著负相关，即在人口密度越大的

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更为明显。由于

人口的集聚效应，城镇化进程加快，各项资源的消耗

增加，宜居城市建设能抵消掉人类活动对植被 NPP
的部分负面影响，而正面影响作用增强，使生态环境

相对较稳定。在喀斯特地貌面积分布等级为中级及

以下地区部分人口密度较小的喀斯特山村，由于生

态环境本身较为脆弱，宜居地少，加之生产生活活动

缺乏统一管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起负面干扰作

用，石漠化面积较大。而在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
60. 5%的地区，由于生活条件差，居民极少，人口密度

已不是影响该区域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加之近年

来贵州省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该区

域人口与RCI的关系。

城镇人口比重与贵州省各地区RCI均呈显著正

相关，且在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中等地区的相关性

尤为显著。城镇人口比重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首要

指标，而在城市化过程中，破坏原生植被与人工造景

表2 贵州省RCI与人为因子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r）among RCI and human factors in Guizhou Province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水平（双侧）和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喀斯特分区

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全区

−0. 530*

−0. 207
0. 756*

0. 565*

0. 679*

0. 308
0. 527*

0. 647**

−0. 017
0. 722*

0. 517

低

−0. 0547*

−0. 300
0. 746*

0. 602*

0. 615*

0. 428
0. 574*

0. 602*

−0. 091
0. 654
0. 437

较低

−0. 0583*

−0. 299
0. 801**

0. 636*

0. 728*

0. 382
0. 604*

0. 697**

−0. 011
0. 745*

0. 481

中

−0. 0534*

−0. 211
0. 829**

0. 609*

0. 730*

0. 297
0. 582*

0. 742**

0. 102
0. 838**

0. 537

较高

−0. 499
−0. 146
0. 747*

0. 530*

0. 673*

0. 240
0. 494
0. 650**

0. 047
0. 741*

0. 531

高

−0. 485
−0. 162
0. 663*

0. 485
0. 617*

0. 258
0. 437
0. 557*

−0. 091
0. 623
0.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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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并存。随着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城市用地需

求逐渐增加，破坏原生植被的速度远大于城市绿化

建设进程，使得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中等地区城镇

人口比重与RCI的相关性显著。在喀斯特地貌面积

比例较高的地区，如贵阳市，当城市化水平上升到一

定阶段，城市用地扩张速度减缓，居民对环境质量的

需求提高，人工造景规模扩大，使得城镇人口比重与

RCI相关性降低。

3. 3. 3 社会经济建设对NPP的影响

贵州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及公路里程与RCI呈正相关，其中，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各等级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的

RCI相关性均较显著。区域经济水平高低决定了其

改造和改变当地居民生存环境的能力，间接对植被

NPP造成影响。虽然人口密度较大的城镇宜居需求

较高，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迫使人们必然加大

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交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需

求，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负面干扰难以避免；而农

民提高收入的方式主要仍为向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进

行资源掠夺，农村与城市同时向环境施加负担。

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中等地区的RCI与公路里

程相关性尤其显著。公路里程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可

反映人类活动作用的范围与强度。由于该区域既在

经济方面具备一定开发利用潜力，又在生态方面易

受人为干扰破坏作用，在植被生长环境未得到充分

保护的情况下，城市扩张对公路建设需求增加，而公

路的修建又反过来扩大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干扰

范围，将使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生态环境随之恶化。因而政府在追求便捷高效的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时，需要加强对周边地区

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在公路设计选线和设计调整

时需尽量降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

4 结论与建议

（1）2000-2014年间，贵州省人类活动总体对

NPP具有正面影响，影响程度以 2007年为转折点，先

增强后减弱；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51. 8%的地区，

比例越低，NPP受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程度及波动幅

度越大；而当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51. 8%时，NPP受
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较弱且波动幅度较小。

（2）整体而言，贵州东北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人

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起负面干扰作用，在喀斯特地貌

面积占比更小的东南部及北部边缘地带人类活动正

面影响较强；贵州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人类活动对

生态环境呈正面影响趋势。此外，东南部分区域人

类活动呈负面干扰趋势，而西南边界地区人类干预

程度减弱。

（3）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城镇人口

比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及公路里程与贵州省RCI呈显著正相关，人口密度与

贵州省RCI呈显著负相关。其中，农业生产活动对贵

州省植被NPP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人口集聚、城镇化

与经济发展一方面加强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正

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

干扰难以避免。与此同时，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分

级为中等的地区相比其他分级地区，更易受农业生

产、城市发展及公路建设的负面影响。

（4）当前受遥感数据及统计数据源的限制，研究

时段有待延长，研究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也有待提高，

贵州省人类活动对NPP影响的县域差异分析仍需要

加强。此外，定量探究旅游业发展、省际人口流动、

不同生态建设工程行为等对贵州省生态环境的影

响，完善 RCI影响因子的选取也是进一步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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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veget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4

SHENG Yezi1, ZENG Mengxiu1, LIN Degen1, PENG Haijun2, ZHU Lidong1, LI Fengquan1,
YU Yihong1, WANG Nengjing1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AS , Guiyang, Guizhou 55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logical problem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
na, is primarily driven by human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As a main signature of this phenomenon, vegetation degra⁃
dation can be reflected by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which is a key indicator of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terres⁃
trial ecosystem. However, so far less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vegeta⁃
tive NPP in Guizhou Provi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karst eco-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we es⁃
tablished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Index (RCI) by using actual NPP (ANPP) based on MODIS MOD17A3 data and po⁃
tential NPP (PNPP) based on the Carnegie Ames Stanford Approach (CASA) model. Then, in combination of the classi⁃
fication of karst landform proportion, we analyzed th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influ⁃
ence on NPP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4. 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contributions rat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human activity on RCI values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C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human activities in Gui⁃
zhou Province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NPP, and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from
2000 to 2014. In the southeastern and northern edges of Guizhou Province where the proportion of karst landform area
is less than 51.8%, the RCI value fluctuated violently and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e ar⁃
eas where the proportion of karst landform is higher than 51.8%,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was relatively weaker
and the variation was gentler. Additionall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north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Guizhou
Province generally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2000 to 2014, while the effects in the south⁃
eastern and northern marginal areas were positive.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ost areas of central and northern Guizhou Province has increased, while the degree of hu⁃
man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marginal area has decreased and the negative interfer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in
some area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has increased. Moreover, the CA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lant coverage area of
crops,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head, disposable in⁃
com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highway mileage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RCI values of Guizhou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4, whil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CI val⁃
ues. Among them,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one
han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d the growth of livable demand and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expanded the demand for re⁃
source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us, the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unavoidable.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s, the areas with moderate karst
landform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highway con⁃
struction.
Key wordsKey words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 , human activities, Guizhou Provi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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